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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劳动力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平等
———基于 CFPS 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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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数字经济为驱动,破除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是减少收入不平等、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选取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2—2022 年六期数

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减少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

明,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显著减少了个体收入不平等。 机制分析表明,宏观层面,数
字经济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劳动力流动的要素配置效率,产业数字化有利于农业转

移人口通过跨区域流动减少收入不平等;微观层面,流动过程中的匹配赋能效应对提升个体

人力资本积累、减少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通过促进个体向非常规职业转

移、促进个体的技能 岗位匹配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轨迹塑造了个体发展过程中的收入能力、社会经济地位和福利水

平。 长期来看,以县域为主的流动轨迹(即就地就近城镇化模式)和有序流动的长距离流

动轨迹(即异地城镇化模式)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在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的资源配置效应,引导农业转移人口

的有序流动,由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劳动力流动;收入不平等

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城乡融合、缩小收入差距、解决进城农

村劳动力的就业与发展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户

籍、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深层变革,为劳动力流

动破除体制障碍[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提出,
要“持续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有序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 [2] ,从而深入推进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镇化。 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未来依

然需要大规模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流入城市,因

此如何引导农业转移人口的有序流动、缩小收

入差距、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仍是

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自由流动是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条

件,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然而,长期以

来城市偏向的经济发展导向,使农业转移人口

在流动上存在劣势,导致其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在个体、家庭与社会不同

层面上的脆弱性,这是造成我国诸多社会问题

和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3] 。 已有研究表明,
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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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效应,不仅能通过收入增长提升家庭福利,流
动的赋能效应还能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地

位,塑造渐进式城镇化的独特模式,为社会融入

提供基本秩序。 一直以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

具有跨区域流动的显著特征,破除其有序自由

流动的现实障碍是弥合城乡、区域、群体间收入

差距的重要途径[4] 。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的研

究也一直是研究热点: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

来看,国内学者普遍借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

构理论,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展开我国

经济发展中“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等相关

议题的讨论。 学界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且至目前仍在持续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提高

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 从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来看,学者们普遍

关注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与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普遍遵循人口流动的

一般规律,地区经济差异和预期收入差异是影

响流动决策的主要原因[5] ;劳动力流动可有效

减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错配,提升工作效率和

工资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汇款增加了家

庭资金,拓展了家庭收入渠道[6] 。 更为重要的

是,农业生产效率与劳动力流动存在协同增长

效应,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家庭内部

要素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且外出劳动力获得比

本地劳动力更高的边际劳动报酬率,能进一步

优化剩余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效率[7] 。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近年

来数字经济、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工作任务的复

杂程度催生了各类新业态,农业转移人口的流

动选择发生了深刻变革。 技术与经济发展决定

了“劳动任务”和“资本任务”之间的流动与分

工,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对生产任务进行的

再分配[8] 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决策与

收入水平: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同时带动了就业结构的

优化与就业质量的提升[9] 。 对于低技能水平

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数字经济通过增进就业

信息获取、催生新工作岗位等途径,促进就业与

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10] 。 另一方

面,在数字经济使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从传统工

厂工人向数字零工分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弱势

化、过劳化、短工化等一系列问题[11] 。 数字经

济引致的技术进步增加了部分低技能工人的技

术暴露风险,劳动条件趋同化与劳动关系灵活

化也使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

出现了“机器换人” 的劳动降级风险[12] ,从而

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过程中的收入不平

等。 此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的流动特征与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已发

生深刻转变:在城镇化早期与中期阶段,循环流

动与暂时性迁移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用

脚投票”的自我选择是农业转移人口城乡流动

的关键经济动因[13] 。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之

间不断“脱域”与“再融入”的过程中,城乡社会

结构关系不断转变,塑造了农业转移人口新的

流动特征与行为选择[14] 。 城乡之间长期的流

动引发了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关系变迁,塑造了

家庭随迁、劳动力回流等新型的流动模式[15] 。
与此同时,以数字经济为驱动的科技革命推动

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重塑了农业转移人口

就业岗位的技能与任务需求[16] 。 技术进步不

仅导致长期从事重复性、程序性常规任务的劳

动力面临被替代的风险,还通过劳动力就业状

态影响其流动决策。
数字经济发展与新型城乡流动模式的双重

冲击,使得经典理论在阐释我国农业转移人口

的流动与收入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如何从数字经济的宏微观影响出发,厘清农业

转移人口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与定量关

联、探讨劳动者流动的增收效应与存在的现实

问题,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 有鉴于此,在
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20 年与 2022 年六期数据,匹配《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与历年地方统计公报等宏观数据,实
证检验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其收入不平等的具

体影响,以期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共同富裕

提供有效发展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直接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间要素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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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动有利于要素收入的均等化。 数字经济时

代,数据成为关键的新型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

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大幅降低了劳动力跨区域

流动的信息不对称与搜索成本,使要素流动更

加高频与高效。 技能型劳动力聚集会促使区域

劳动力技能结构改善并吸引新的资本流入[17] ,
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劳动力的外出流动不仅

直接增加家庭收入,也是家庭成员共担收益与

风险的经济策略[18] ,而数字经济催生的平台型

就业极大拓展了这种策略的边界。 对于农业转

移人口而言,外出流动在短期内可通过提升收

入水平、 拓展收入渠 道等增加直接经济效

益[19] ,且能够优化家庭内部要素的资源配置,提
升非农劳动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效率,促进个

体收入提升;从长期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动

过程中通过个体与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积累,有利于提升收入质量、减少收入不平等。
现实情境中,劳动者流动的增收效应有赖

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

对收入收敛的作用则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其他要

素是否也能同步自由流动[20] 。 由于劳动力跨

城乡流动与土地、资本、数字资源配置等要素的

流动并不协同,且劳动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

性,因此存在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差距扩大的现

象。 此外,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与市场

流动高度相关。 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就业具有

高流动性与灵活性,就业稳定性差、可替代性

高,虽然数字经济催生的就业平台为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平台经济的算法控制

与任务碎片化等特征往往将其锁定在低技能劳

动中。 农业转移人口在这种数字劳动力市场中

的流动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频繁的工

作转换与中断向市场释放出低生产率的信号,
容易陷入不稳定就业的“陷阱”,从而对收入能

力产生长久损害[21] 。
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假设

H1:农业转移人口对个体收入平等的

影响。
H1a: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减少了个体收

入不平等;
H1b: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增加了个体收

入不平等。

2. 间接效应

(1)宏观层面: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

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

面临着新的社会经济流动背景和职业特征,劳
动力市场的供需与劳动者个体的流动诉求也在

发生深刻转变,流动对减少其收入不平等的具

体影响与作用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数字经

济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引致产业转

型升级,通过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推动社

会分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优化经济与就业

结构,减少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22] 。 在

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推

动了劳动力要素在行业空间及地理空间的合理

流动,促进了地理集聚,缩小了收入差距[23] 。
同时,数字经济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性质,在
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中产生了就业替代或

是就业互补关系,改变了异质性劳动者的就业

机会结构,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过程中的

收入不平等。
从产业数字化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通过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劳动

力流动产生积极的收入效应[24] 。 产业的革新

提升了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效率,有助于生产率

水平的提高,由此可提升低劳动生产率行业的

生产效率, 使行业之间的生产率趋于均等

化[25] ,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

而言,劳动者个体与人工智能的耦合协调发展

增强了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自动化工作任务的

适应性[26] ,从而改善了收入质量并减少了收入

不平等。
从数字产业化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发展

通过创造新的就业形态和拓展就业空间,改变

了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就业选择结构,进而调

节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27] 。 平台经济、零
工经济等数字化新业态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

场中的就业机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更加

多元化的职业选择。 由于农业转移人口长期集

中于低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其就业岗位附

加值较低,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而数字产业化推

动就业结构向服务化和数字化方向转变,能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由传统低生产率行业向现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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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和数字化相关行业流动,提高其就业质量

和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劳动力流动以缓解收入

不平等的作用[28] 。 与此同时,数字产业化通过

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匹配效率和要素配置效

率,进一步影响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收入效应。
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劳动力供需匹配成本,
促进农村劳动力根据自身技能禀赋和比较优势

实现职业流动,提高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区域

之间的配置效率[22] 。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更加

充分地参与数字化非农行业分工,其劳动生产

率和收入回报得到提升,流动所带来的收入改

善效应进一步增强。 因此,数字产业化通过优

化就业结构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强化了农业

转移人口流动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积极影响。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2:数字经济调节了劳动力流动对个体收

入不平等的影响。
H2a:产业数字化扩大了劳动力流动降低

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H2b:数字产业化扩大了劳动力流动降低

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2)微观层面:职业技能匹配与职业流动

的中介机制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知,现有研究对农业

转移人口流动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充分探讨,但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及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与劳动者个体的流动

诉求也在发生深刻转变。 如何结合现实情境与

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特征探讨流动对减少其收

入不平等的微观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分析。
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

整体呈现“升级”趋势的同时,在制造业行业层

面及劳动者群体内部产生了就业与收入极化现

象[29] 。 不同岗位之间的职业流动与职业技能

匹配,是劳动力流动影响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

平等的两个重要机制,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

带来的技能升级对中等技能群体产生了冲击与

替代,引起此部分群体、特别是产业工人向低技

能岗位与高技能岗位的转移[12] 。 农业转移人

口流动推动了个体在市场中的职业搜寻匹配,
当劳动者能力与就业岗位不匹配时,将降低人

力资源实践的有效性,影响生产率与劳动收入。

已有研究指出,学历错配的员工有更强的离职

意愿,且伴随着职业搜寻行为[30] 。 因此,农业

转移人口将通过流动达到与职业岗位技能需求

的最优匹配,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此外,技能需求结构重塑导致的职业间比

较优势转移,是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影响收入不

平等的重要途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劳动过

程和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方面,通过自动化替

代部分常规型工作任务;另一方面,提升市场对

非常规型工作任务的需求,从而改变劳动者的

就业机会结构。 常规型工作指工作任务是明确

的活动,可通过计算机执行程序或由受教育程

度相对较低的人成功执行;非常规工作指一方

面需要问题解决、直觉、说服力和创造力等具有

认知型特征的工作,另一方面指要求情景适应

性、视觉和语言识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等

具有操作型特征的工作[8] 。 劳动者自身的技

能水平与工作任务差异也是影响信息技术就业

效应及其跨行业转移的重要因素[31] 。 在数字

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极化的现

象逐渐显现,具体表现为从事非常规职业的劳

动者增加、从事常规职业的劳动者持续下降,从
事体力和繁复劳动及程序化和反复性工作的常

规型职业将面临较高的替代风险[32] 。 在农业

转移人口的流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体不仅面临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作技能与任务的重新分

配,同时,个体向非常规职业转移的主动选择也

将使农业转移人口在新兴行业中获得更高的技

能溢价,从而减少收入差距。 基于此,提出假设

H3:劳动力流动通过促进职业技能匹配减

少个体收入不平等。
H4:劳动力流动通过非常规型职业选择减

少个体收入不平等。
3. 长期流动轨迹差异与收入不平等效应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

流动模式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其跨区域流动驱

动着个体的工作转换与职业发展。 从序时性视

角来看,个体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

决策塑造了职业生涯轨迹,使得随后的收入、社
会经济地位或其他福利状况产生相应变化,最
终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态势[33] 。
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收入效应受到城乡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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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配置、资本要素协同流动的影响。 具

体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在迁移 定居意愿的导向

下整合家庭的土地资产与异地流动资本[34] ,不
仅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要素协同流动,同时

也渐进塑造了劳动者个体的异质性流动轨迹,
最终影响收入不平等。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经历而言,流动城

市数量越多,对流动人口产生的“学习效应”越

强,这将有利于流动人口积累自身人力资本、提
升劳动力市场表现[35] 。 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

集聚效应更强,能够创造更多数字化就业机会

并促进知识技术扩散。 农业转移人口通过空间

流动进入相关产业,并在就业过程中提升自身

能力,更易实现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匹配,从而获

得产业升级带来的收入增长红利。 分析农业转

移人口的流动模式可知,农业转移人口多以县

域定居为终身筹划,县域为主的城乡关系构型

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形成发展合

力[36] 。 与此同时,县域较小的发展压力与社会

距离、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与高治理效能,减少

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隐性排斥。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向县域下沉,为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了就地就近流动的就业机会与场景,
减少了流动成本的同时提升了个体收入。 因

此,以县域流动为主的农业转移人口可能会获

得更高的收入与更少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此,
提出假设

H5:劳动力流动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由于长期流动轨迹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H5a:有序长距离的流动模式减少了个体

收入不平等;
H5b:以县域为目标的流动模式减少了个

体收入不平等。

三、实证设计

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其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社

区、家庭和个人的纵向调查。 基线调查于 2010
年启动,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数据覆盖全

国 25 个省级单位,包含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

极其丰富的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信息。 使用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2020 年与

2022 年六期调查数据,筛选年龄范围为 16 ~ 60
周岁在业农业转移人口群体。 为利用面板数据

的纵向优势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将
 

2012
 

年

至
 

2022
 

年共六期数据进行严格匹配,同时剔

除在 10 年追踪期内发生样本流失或未连续受

访的个体,仅保留具有完整六期时间轨迹的平

衡面板样本。 筛选后的样本代表长期在业、持
续流动且未能实现彻底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

口,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为控制地区层面的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选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匹配省级经

济发展变量。 匹配后剔除极端值、无效样本与

缺失值后,共获得 2
 

958 份平衡面板数据。
为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inequalityi,t =β0 +β1movei+β2X i+εi,t

 (1)
式中:inequalityi,t 为个体 i 在 t 年的收入不平

等,由 Kakwani 指数计算得到;movei 为被访者

是否流动;X 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 为随机扰

动项。
2. 变量设置

(1)收入不平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学界广泛使用微观

层面的数据来探讨收入不平等,包括个体层面与

整体层面: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主要以相对剥

夺指数进行探讨,包括 Yitzhaki 指数、Kakwani 指
数与 Podder 指数等[34] 。 本研究使用 Kakwani 指
数计算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指标,这是因

为 Kakwani 指数克服了 Yitzhaki 指数与 Podder
指数的主要缺陷,且同时满足了无量纲性和正规

化特性,能从微观角度计算个体的收入不平等。
令 X 为一个样本总量为 n 的群体,对应的

收入向量为 X= (x1,x2…xn),按收入升序排列,
即 x1≤x2 ≤…≤xn,个体 xk 受到的剥夺记为

RD x,xk( ) ,其计算公式为:

RD x,xk( ) = 1
nμX

∑
n

i = k+1
(xi -xk) = γ+

Xk
[(μ+

Xk
-xk) / μX]

(2)
式中:μ+

Xk
为 X 中收入超过 xk 的样本收入均值;

γ+
Xk

为 X 中收入超过 xk 的样本在总样本 X 中所

占的百分比;μX 为总样本 X 的收入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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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流动

现有研究常用的用于表征流动经历的变量

包括“是否流动”“是否转换工作”及“变换工作

次数”等[35] ,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空间上的流

动与工作变更密切相关的现实特征,将劳动力

流动内涵界定为是否发生工作地点的转移,反
映农业转移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特点。 CFPS 数

据中详细询问了被访者的工作地点,识别为当

前居住村、当前居住乡 / 镇 / 街道的其他村 / 居、当
前居住县 / 市的其他乡 / 镇 / 街道、当前居住市 / 区
的其他县 / 市、当前居住省份的其他市 / 区、境内

的其他省份、境外(含港、澳、台)、无固定工作地

点共 8 种类型。 本研究将两期之间工作地点不

一致且当前工作地点为县域及以上行政单位的

情况界定为发生跨区域流动,赋值为 1;在镇与

村级单位的情况界定为未流动,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与地

区层面分别选取控制变量;个体层面的控制变

量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与健康;家庭

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家庭人口规模、土地资产、土
地流转相关变量,其中家庭土地资产金额根据

价格指数平减后取对数处理;地区层面的控制

变量为所在省份人均 GDP、二产 GDP 占比、三
产 GDP 占比,其中人均 GDP 根据价格指数调

整为与基期一致。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可知跨区

域流动发生率为 52. 87%,超过半数的个体

在县域及更远距离的地区工作,样本选择具

有代表性。

四、实证结果

1. 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跨区域流动显

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加入控

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负。 短期来看,
外出流动拓展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渠道,增
加了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从而减少了收入不平

等;长期来看,由于农业转移人口不必背负城市

公共福利背后隐含的迁移成本,劳动力跨区域

流动客观上优化了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了

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锁定”效应[37] ,因此,假
设 H1a 得到验证。

2. 内生性讨论

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与双向

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经济理性

驱动下的流动决策,使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与

收入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互为驱动,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另一方面,现实中存在不可观测因素对

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作

用于其收入不平等。 因此,选取工具变量,采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与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

CMP 对基准回归中的内生性进行讨论。 参考已

有研究,使用 1998 年各省固定电话数量与历年

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乘项构造工具变量[38] 。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障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不平等 2
 

958 0. 394
 

0
 

0. 247
 

6 0 1

是否流动 2
 

958 0. 528
 

7 0. 499
 

3 0 1

年龄 2
 

958 38. 708
 

9 9. 262
 

3 16 60

受教育程度 2
 

958 9. 626
 

1 3. 261
 

7 0 16

性别 2
 

958 0. 741
 

0 0. 438
 

1 0 1

是否已婚 2
 

958 0. 894
 

2 0. 307
 

7 0 1

健康自评 2
 

958 3. 285
 

3 1. 053
 

1 1 5

家庭人口规模 2
 

958 4. 311
 

0 1. 794
 

5 1 13

土地资产对数 2
 

958 5. 727
 

2 4. 770
 

3 0 14. 265
 

8

土地流入 2
 

958 0. 050
 

0 0. 218
 

1 0 1

土地流出 2
 

958 0. 162
 

9 0. 369
 

4 0 1

人均 GDP 对数 2
 

958 9. 714
 

6 2. 303
 

5 4. 664
 

4 12. 009
 

0

二产 GDP 占比 2
 

958 44. 661
 

5 6. 860
 

8 16. 20 59. 00
三产 GDP 占比 2

 

958 46. 709
 

0 8. 445
 

9 29. 70 8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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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劳动力流动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

变量 (1) (2)

是否流动 -0. 039
 

9∗∗∗ -0. 020
 

3∗∗

(0. 009
 

1) (0. 008
 

8)

年龄 0. 004
 

0∗∗∗

(0. 000
 

6)

受教育程度 -0. 011
 

4∗∗∗

(0. 001
 

5)

性别 -0. 097
 

3∗∗∗

(0. 010
 

2)

是否已婚 -0. 032
 

2∗∗

(0. 015
 

4)

健康自评 -0. 001
 

4

(0. 004
 

1)

家庭人口规模 0. 010
 

6∗∗∗

(0. 002
 

7)

土地资产对数 0. 003
 

2∗∗∗

(0. 001
 

0)

土地转入 0. 015
 

4

(0. 020
 

0)

土地转出 0. 012
 

4

(0. 012
 

2)

人均 GDP 对数 -0. 004
 

4

(0. 017
 

5)

二产 GDP 占比 -0. 003
 

6

(0. 005
 

3)

三产 GDP 占比 -0. 002
 

4

(0. 005
 

2)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329
 

1∗∗∗ 0. 6264

(0. 093
 

3) (0. 529
 

7)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123
 

6 0. 202
 

1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
著。 下同。

碍,1998 年的历史通信基建反映了流出地早期

的信息网络禀赋。 1998 年固话普及率越高的

地区,当地居民越早且越易通过电话与外界建

立联系,获取异地的就业信息。 这种早期的信

息优势促成了该地区第一批劳动力外出,进而

通过同群效应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与地缘社

会网络,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外出的信息成本,
影响个体的流动选择。 同时,作为历史截面数

据,不会受到当期宏观经济波动的干扰。 对于

个体而言,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代表了完全外生

的技术发展的时间趋势,对个体的收入不平等

无直接影响。 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

生性的假设。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工具变量对是否流

动的影响显著为负。 1998 年通信基础设施较

完善的地区多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这些地区

本地非农就业吸纳能力强,农业转移人口更倾

向于通过就地、就近城镇化实现职业转换,从而

降低了跨区域流动的概率;相反,历史通信基建

薄弱的中西部地区,由于本地就业市场发育不

足,形成了强大的流出“推力”,促进了劳动力

的跨区域流动。 一阶段 F 值为 34. 513,远大于

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工
具变量的选择具有合理性。 费舍尔 z 变换显著

为正,表明 CMP 方法显著优于原方程,模型选

择具有合理性。 加入工具变量后是否流动对农

业转移人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负,与基

准结果一致,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 自选择偏差

考虑到不同岗位、不同职业对个体能力的

要求并不是完全随机事件,农业转移人口个体

表 3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

变量
2SLS CMP

(1)
 

第一阶段 (2)
 

第二阶段 (3)
 

第一阶段 (4)
 

第二阶段

是否流动 -0. 837
 

3∗∗∗(0. 161
 

4) -0. 768
 

6∗∗∗(0. 162
 

6)
工具变量 -0. 002

 

3∗∗∗(0. 000
 

4) -0. 002
 

2∗∗∗(0. 000
 

4)
atanhrho_12 1. 226

 

6∗∗∗(0. 038
 

5)
一阶段 F 值 34. 5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 851
 

2∗∗∗(0. 351
 

9) 0. 907
 

9∗∗(0. 399
 

4) 2. 292
 

0∗∗∗(0. 389
 

1) 0. 694
 

0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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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依据自身能力水平寻求合适的就业机会与岗

位,同时企业也会基于对劳动者能力的判断进

行雇佣,因此,基准回归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导

致的估计偏误。 有鉴于此,采用处理效应模型

对自选择偏差进行讨论。 处理效应模型在第一

阶段采用 Probit 估计选择方程时,要求被解释

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自变量符合模型设定。
与此同时,本研究假定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流动

遵循一定的选择规则,但由于真实规则不可观

测,定义潜变量捕捉选择方程,并在选择方程中

纳入不进入回归但是影响分组选择的独立变

量[39] 。 处理效应的估计模型如下:
movei = ∂1 +γ1Z i+μi (3)

inequalityi = ∂2 +θTi+γ2X i+εi (4)
式中:movei 为是否流动的决策,流动为 1,未流

动为 0;∂1、∂2 为常数项;Z 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与排他性约束变量,约束变量的选择与工具变

量法中的变量一致,选取 1998 年样本所在地区

每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与每年互联网普及率

交互项表示;θ 为是否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

平均因果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工具变量与农业转

移人口的流动选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处理

效应模型中,是否流动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

口的收入不平等。 处理效应模型结果与前文分

析一致,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稳健性检验

(1)更换核心变量测量标准

考虑到单一的个体收入可能忽略了家庭规

模、内部抚养负担及资源共享等经济福利因素,
进一步使用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收入不平等。
此外,依据全样本分年份计算农业转移人口的

收入百分位排位,以刻画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的

相对经济地位,反映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列(1) 表明农业转

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显著减少了家庭收入不平

等,列(2)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对个体收

入位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跨区域流动提升了

农业转移人口个体收入位次,反映劳动力要素

流动对缓解个体的相对剥夺感、减少收入不平

等的积极作用。 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为进一步厘清劳动力流动对农业转移人口

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

模型进行检验,以探讨劳动力流动在个体收入

分布不同分位点上的具体作用。 面板分位数回

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在 10%、50%
 

和
 

90%
 

的收

入分位点上流动对提升收入位次的影响均显著

为正。 结果反映了劳动力流动的普惠性,即无

论是处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弱势群体还是处于顶

端的高收入群体,流动行为对其相对收入均具

表 4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考虑自选择偏差)

变量 (1)回归方程 (2)选择方程

是否流动 -0. 335
 

8∗∗∗(0. 029
 

5) -0. 309
 

0
 ∗∗∗(0. 027

 

1) -0. 009
 

5
 ∗∗∗(0. 000

 

9) -0. 008
 

9∗∗∗(0. 001
 

0)
控制变量 否 已控制 否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480
 

1∗∗∗(0. 072
 

1) -0. 344
 

7(0. 237
 

4) 2. 129
 

1∗∗∗(0. 369
 

5) 5. 220
 

7∗∗∗(1. 124
 

3)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表 5　 劳动力流动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1)家庭人均纯收入 (2)相对收入

是否流动 -0. 031
 

3∗∗(0. 013
 

7) 0. 036
 

2∗∗∗(0. 011
 

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179
 

9(1. 138
 

1) 0. 996
 

9(0. 734
 

2)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147

 

5 0. 19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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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统性的正向促进作用。 劳动力要素在空间

的自由流动在减少个体微观相对剥夺感的同

时,促进了整个群体收入质量的提升。 分位数

回归与基准回归结果的情况一致,实证结论具

有稳健性。
(2)更换参照群体

由于个体在社会比较时往往具有同群效

应,实证结果对不同特征的参照群具有敏感性,
因此依照个体的人力资本禀赋和代际特征进一

步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跨区流动

对低人力资本群体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

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回归结果

表明,跨区域流动的积极作用在农业转移人口

群体内部存在异质性,更有利于减少低人力资

本禀赋群体、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收入

不平等。
此外,进一步引入“城镇居民收入”作为全

新的跨群组比较基准,以此计算纳入城镇居民

样本后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反映

城乡群体的组间差异。 列(6) 表明,跨区域流

动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人口之间的

收入不平等,这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

流动提升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不仅有助

于改善家庭的收入质量,同时由于绝对收入的

提升,也减少了与城镇居民之间的相对剥夺,减
少了组间的收入不平等。

5. 机制分析

(1)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数字经济宏观

机制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的内涵与外延在现实情境中存在交叉,并
未形成统一概念:数字产业化的内涵突出以大

数据作为厂商产品和服务的基本要素与关键要

素;而产业数字化的内涵突出对数字技术的运

用,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40] 。 在数字经济推

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过程中,数字经济通过

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了以数据生产为核

心的消费互联网的形成,通过促进智能制造的

发展推动了以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为核心的

工业互联网的形成,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两大核

心内涵[22] 。 因此,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消费互

联网反映了数字产业化的内涵,以工业智能化

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反映了产业数字化的内

涵。 基于此,选取地区机器人安装密度与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

代理变量,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

表 6　 劳动力流动影响个体相对收入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1)10%分位点 (2)50%分位点 (3)90%分位点

是否流动 0. 036
 

1∗∗(0. 015
 

4) 0. 036
 

2∗∗∗(0. 011
 

8) 0. 036
 

3∗∗(0. 015
 

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 321
 

6(0. 982
 

6) 0. 997
 

8(0. 751
 

8) 0. 672
 

8(0. 983
 

0)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表 7　 劳动力流动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1)低人力资本 (2)中人力资本 (3)高人力资本 (4)新生代 (5)初代 (6)组间不平等

是否流动 -0. 024
 

4∗∗ -0. 024
 

5 -0. 046
 

6 -0. 036
 

6∗∗∗ -0. 015
 

7 -0. 027
 

2∗∗

(0. 012
 

4) (0. 027
 

4) (0. 032
 

0) (0. 013
 

7) (0. 015
 

9) (0. 011
 

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019
 

9 1. 003
 

4 -0. 352
 

4 -0. 915
 

5 -0. 240
 

1

(0. 818
 

1) (1. 624
 

2) (1. 595
 

9) (0. 831
 

8) (1. 101
 

5) (0. 575
 

6)

观测值 1
 

973 594 391 1
 

888 1
 

070 1
 

422

R2 0. 168
 

7 0. 267
 

6 0. 416
 

2 0. 186
 

1 0. 259
 

1 0. 3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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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机制。
参考 Acemoglu 等做法[38] ,计算地区机器

人安装密度,衡量地区产业数字化的水平。 计

算公式如下:

Robotpt = ∑
n

j = 1

employp,j,t

employp,t

×
R jt

employ j,t
( ) (5)

式中:Robotpt为农业转移人口所在 p 省 t 年的机

器人安装密度;employp,j,t 为个体所在 p 省 j 行
业 t 年的城镇就业人数;employp,t 为 p 省 t 年的

城镇就业人数;employ j,t 为 j 行业 t 年的全国就

业人数;R jt 为 j 行业 t 年的工业机器人安装数

量。 各省份城镇就业人数来源于历年人口普查

资料,省份机器人安装数量来源于国际机器人

联盟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列(1)回归结果表

明,以数字普惠金融为内涵的数字产业化并未

产生调节作用。 列(2) 回归结果表明,以机器

人安装密度为内涵的产业数字化提升了农业转

移人口跨区域流动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

用,假设 H2 得到部分验证。 工业智能化的发

展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低劳动生产率

行业的生产效率,使行业之间的生产率趋于均

等化,从而缩小了收入差距。 对于农业转移人

口而言,数字经济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

劳动者依据自身技能向不同岗位、不同行业之

间的比较优势转移,劳动力要素跨行业流动显

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41] 。 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虽替代了部分传统岗位,但也

衍生出大量与数字基础设施维护、生活服务相

关的互补型就业机会。 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至高

数字经济赋能区,能够更好地分享数字红利与

产业升级带来的收入溢出效应,从而减少收入

不平等。
(2)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数字经济微观

机制

根据前文分析,劳动力流动通过教育匹配

机制与非常规职业转移渠道,影响了农业转移

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参考已有研究,结合《中

国职业分类大典》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界定

样本农业转移人口从事的具体职业教育标准,
并对职业任务类型进行分类;定义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非常规

任务职业,定义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为常规任务职业。 农业

转移人口当前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学历标准一

致,定义为职业教育匹配;受教育程度大于职业

学历标准,定义为过度教育;受教育程度小于职

业学历标准,定义为教育不足。
教育匹配机制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列

(1)与列(3)回归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跨

区域流动显著增加了与职业岗位的技能匹配不

足,显著抑制了就业过程中的过度匹配。 与前

文分析一致,教育不匹配的劳动者具有更高的

离职倾向。 列(4) 回归结果表明,职业技能匹

配不足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其跨区域流动对

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假设 H3 未得到

证明。 可能的原因为,对于职业技能匹配不足

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匹配不足可能意味着就业

过程中的横向失配,即专业学位和岗位之间的

表 8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数字经济路径

变量 (1) (2)

是否流动 -0. 003
 

7(0. 019
 

8) -0. 011
 

1(0. 010
 

6)

数字普惠金融 -0. 001
 

6∗∗(0. 000
 

7)
是否流动×数字普惠金融 -0. 000

 

1(0. 000
 

1)

机器人安装密度 -0. 002
 

6(0. 002
 

7)
是否流动×机器人安装密度 -0. 004

 

7∗(0. 002
 

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537
 

6(0. 532
 

4) 0. 745
 

5(0. 534
 

3)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206

 

2 0. 2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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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教育匹配路径

变量 (1)匹配不足 (2)教育匹配 (3)过度匹配 (4)收入不平等 (5)收入不平等 (6)收入不平等

是否流动 0. 096
 

1∗ 0. 012
 

4 -0. 169
 

6∗∗∗ -0. 006
 

9 -0. 024
 

2∗∗ -0. 025
 

7∗∗

(0. 053
 

9) (0. 053
 

7) (0. 059
 

7) (0. 011
 

6) (0. 010
 

3) (0. 010
 

2)
匹配不足 -0. 010

 

2
(0. 012

 

7)
匹配不足×流动 -0. 028

 

2∗

(0. 016
 

8)
教育匹配 0. 013

 

6
(0. 013

 

5)
教育匹配×流动 0. 013

 

3
(0. 018

 

4)
过度匹配 -0. 005

 

0
(0. 014

 

3)
过度匹配×流动 0. 020

 

9
(0. 019

 

1)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 161
 

3 1. 835
 

9 -9. 830
 

1∗∗∗ 0. 674
 

2 0. 615
 

4 0. 636
 

5
(3. 367

 

2) (2. 750
 

2) (3. 606
 

7) (0. 529
 

3) (0. 529
 

5) (0. 530
 

1)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R2 0. 174
 

0 0. 042
 

3 0. 219
 

0 0. 204
 

8 0. 203
 

6 0. 202
 

5

失配状态,具有潜在的赋能效应,是劳动者追求

更高薪资回报或社会声望而自愿选择的结

果[42] 。 此外,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劳动力技能

与岗位匹配不足往往导致严重的工资惩罚。 然

而,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塑了人力资本的匹配逻

辑。 依靠大数据和算法驱动的线上招聘平台、
零工经济平台,为传统劳动力市场中匹配不足

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和灵活就业

选项,使得这部分群体能够跨越局部市场的结

构性摩擦,迅速找到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岗

位,从而有效对冲了由技能错配导致的收入不

平等。 因此,教育匹配不足对农业转移人口的

流动 收入效应产生了积极作用。
过度教育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表现出更高

的离职倾向与离职经历,导致工作经历的“伤

疤效应”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劳动者陷

入不稳定的工作状态。 然而,由于农业转移人

口就业的流动性大、可替代性高,劳动者往往通

过技能换取正式劳动合同,从而匹配至相对稳

定的岗位[43] 。 尽管存在过度教育导致的要素

配置扭曲,但是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并未产

生扩大收入不平等的负面作用。
表 10 回归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

通过促进劳动者向非常规操作型职业的转型,
进一步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与前文理论分析一

致,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呈

极化趋势,具体表现为从事非常规职业的劳动

者增加、常规职业劳动者持续下降。 技术进步

引致的“技能升级”与“劳动降级”导致从事体

力和繁复劳动,以及从事程序化和反复性工作

的常规职业面临较高的替代风险[12] 。 与此同

时,数字技术对非常规任务产生技能溢价。 实

证结果表明,流动促进了劳动者向非常规职业

转移,成了缩小收入鸿沟的关键渠道。 农业转

移人口在流动 就业的职业选择中,不仅减少了

“劳动降级”对收入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市场

对非常规就业的需求获取了高技能溢价,从而

提升了个体收入、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假设 H4
得到验证。

6. 流动轨迹与收入效应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流动性作为我国农业

转移人口的重要特征,随着城镇化的阶段性发

展,流动模式也随之转变,影响着个体的职业发

展与劳动表现。 采用序列分析模型,结合 CFPS
 

2012 年至 2022 年六期数据中工作地点的变

化,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轨迹进行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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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职业转移路径

变量 (1)非常规职业流动 (2)收入不平等

是否流动 0. 160
 

7∗∗∗(0. 057
 

9) 0. 014
 

4(0. 013
 

9)

非常规流动 0. 027
 

8∗∗(0. 013
 

6)
是否流动×非常规流动 -0. 056

 

1∗∗∗(0. 017
 

4)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0. 180
 

1∗∗∗(3. 698
 

3) 0. 568
 

9(0. 529
 

6)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282
 

3 0. 204
 

9

总结出 10 年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模式。 根

据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模式,从序时性视角分

析流动轨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结果。
CFPS 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的工作地点,识别为

当前居住村、当前居住乡 / 镇 / 街道的其他村 /
居、当前居住县 / 市的其他乡 / 镇 / 街道、当前居

住市 / 区的其他县 / 市、当前居住省份的其他市 /
区、境内的其他省份、境外(含港、澳、台)、无固

定工作地点共 8 种类型。 为便于计算和分析,
将工作地点的变化整理为本村(无流动)、县域

内的流动、地级市内流动、省内跨市与跨省流

动、不固定等 5 种类型。
(1)序列分析模型

序列分析方法是研究个体生命轨迹的核心

方法之一,该方法关注的是事件在离散时间序

列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采用聚类方法将差

距最小的样本序列归为一类,最终识别出若干

典型序列模式。 通过收集并分析农村劳动力在

一段时间内的流动状态变化,使用序列分析模型

揭示农村劳动力在时间 空间维度上的典型流动

轨迹。 具体而言,通过序列分析方法对农业转移

人口流动轨迹进行分类与分析,采用 R 语言中

的 TraMineR 包构建个体流动状态的序列对象,
基于 Optimal

 

Matching(OM)算法计算序列之间

的相似性。 OM 算法通过量化将一个序列转化

为另一个序列的最小操作成本,较为精准地反映

了序列间的差异性。 在相似性计算的基础上,结
合 Ward 最小方差法的层次聚类方法,对流动轨

迹进行分组,并通过典型轨迹的可视化,直观展

示了不同类别的轨迹模式及其动态演化特征。
(2)空间流动聚类结果

根据算法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六期内的流

动模式可聚类为 4 种类型:第一类以县域为主

要流动区域,且累积占比逐渐增加,具有就地就

近流动务工的现实特征,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县

域流动模式。 第二类包含了多种流动类型,不
固定的比重逐年增多,流动特征不明显,本研究

将其定义为无序流动模式。 值得注意, 2016
年、2020 年与 2022 年不固定流动的累积占比

增多,可能原因为 2015 年底、2016 年初的去

产能政策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
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机会与市场劳动产生

了较大影响,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 流动

选择受到市场变化的干扰。 第三类以村镇为

主要场域,多为不流动的情况,本研究将其定

义为不流动模式。 第四类包含了县域流动、
地级市内流动与跨市跨省流动,随着时间的

变化,跨市与跨省的流动比重逐渐增多、县域

流动的占比减少,变化趋势相对稳定有序,可
能包含渐进式流动、循环流动等模式,具有长

期有序流动的特征,本研究将其定义为有序

流动模式。
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长期来

看存在多种类型的城乡流动模式,体现出其在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进程中不同的就业选择

与资本积累方式。 探讨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

平等问题,需关注流动轨迹导致的群体异质

性,才能更好地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实现有序、
有效流动,提升人口流动带来的积极要素配

置效应。
(3)聚类结果的异质性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以不流动模式为对

照组,列(1)与列(3)表明以县域为主的流动、
长距离有序流动两种流动模式有效减少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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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劳动力流动轨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县域流动轨迹 -0. 045
 

1∗(0. 025
 

6)

无序流动轨迹 -0. 033
 

2(0. 039
 

6)

有序流动轨迹 -0. 120
 

8∗∗∗(0. 039
 

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76 184 173

R2 0. 269
 

7 0. 369
 

4 0. 424
 

5

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县域为主的流动模式

下,县城作为联结乡村与城市的桥梁,在社会治

理、地理空间与经济功能上具有独特优势。 较

少的发展压力与社会距离、相对稳定的社会结

构与高治理效能,减少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

转移人口的隐性排斥;同时,县域为主的城乡关

系构型形成了多要素的协同流动,从而减少了

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跨市、跨省为主

导的有序流动模式下,城市户籍制度虽然对农

业转移人口产生了定居的阻隔,但是暂居的生

产生活方式也使农业转移人口无需承担城市公

共福利背后的迁移成本,提升了其跨区域流动

性,优化了中国劳动力的空间资源配置效

率[37] 。 此外,多城市、长距离流动对农业转移

人口产生了较强的“学习效应”,促进了劳动者

人力资本的积累[44] ,提升了劳动力市场表现、
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县域流动模式和有序流动

模式均表现出显著的收入均等化效应,与近年

来数字经济重心下沉的宏观趋势相契合:一方

面,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县域数字经济的繁

荣,为县域就近流动的劳动力创造了丰富的本

地数字化就业场景,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发

生长距离跨省流动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收入跃

升;另一方面,向中心城市有序流动的农业转移

人口,能够直接嵌入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享受集

聚效应带来的高技能溢价。
列(2)的回归结果表明,无序流动的模式

并未产生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显著作用。 无序流

动意味着不稳定的流动选择,受外部社会经济

环境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陷入

不稳定就业的困境。 不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

口易陷入低福利政策依赖的困境,损害了长期

收入能力。 与此同时,脱离了数字产业支撑和

明确技能积累目标的无序流动,使农业转移人

口无法捕捉到数字经济释放的红利。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选取 CFPS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2020 年与 2022 年六期数据、《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数据及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实证检

验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
探讨其中的宏微观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第一,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拓展了收入渠道、
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减少了个体的收入

不平等。 第二,产业数字化通过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显著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效率,扩大

了跨区域流动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平等的

积极作用。 第三,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

通过匹配至技能要求更高的岗位,增加了流动

过程中的职业匹配赋能效应,减少了收入不平

等。 第四,农业转移人口跨区域流动通过促进

个体向非常规职业的转移,减少了劳动降级的

风险,缩小了收入不平等。 第五,农业转移人口

跨区域流动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存在流动

轨迹的异质性。 长期以来以县域为主的就地就

近流动模式,以及长距离、跨省市的有序流动模

式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以上主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搭建就业信息平台、进一步向外来劳

动力开放基本公共服务,以促进跨区域流动,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 为减少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

不平等,政府应制定政策降低跨区域流动的制

度障碍,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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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加速转变。 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用地

指标联动机制,切实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跨
省异地医疗结算、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托底问题,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融合,以
群体的有序流动优化劳动要素的空间配置效

益,从源头上遏制因流动阻滞诱发的区域间、群
体间的收入不平等。

第二,应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引导产

业转型升级。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

行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集群架构,为农业转移

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高质量岗位。 应

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创造效应,引导

技术演进向“劳动增强型” 方向倾斜。 通过政

策扶持与产业集聚,培育更多技术门槛适中、知
识密度较高且薪酬增长空间大的就业岗位。 促

进有效吸纳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增量,推动现有

存量劳动力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向中高

端价值链网点迁移,完成就业质量的阶梯式

跨越。
第三,应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职业匹配

能力。 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减少

收入不平等,政府和企业应联合推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机制。 针对产业转型升级引致的就业

需求与就业结构转变,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
同时,完善并拓展职业技能认定体系,建立全国

互认、衔接顺畅的技能资质通道,提升劳动者的

职业流动性。 通过畅通信息流通、强化技能溢

出,将劳动力的技能与产业结构升级高度契合,
从而降低劳动力在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

称与市场摩擦,阻断低技能导致的收入差距拉

大陷阱。
第四,完善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催

生的岗位就业保障。 随着劳动力市场对非常规

职业需求的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在获取就业机

会的同时面临着不稳定就业的风险,因此对于

新型职业应尽快完善立法,提供必要的劳动保

护和社会保障。 应明确界定新型劳动关系的法

律属性,探索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

保障制度,合理厘清平台企业在社会保障、劳动

时间控制、薪酬支付底线等方面的法定责任,有
效对冲非常规就业的职业脆弱性与不稳定性风

险,在满足市场供需的同时有效推进劳动者向

非常规职业类型的转移。
第五,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开展以县域为中

心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及有序流动异地城镇化模

式。 通过发展县域数字经济、优化县域产业布

局、以县域为平台整合产业发展配套设施,为回

流劳动力及就地就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产业支

持。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

差距,减少劳动力流动的区域差异,最大化劳动

力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效益,减少农业转移人

口流动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 通过缩小东中西

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要素空间溢出差距,
弱化因地域发展失衡导致的收入差距。 最大化

劳动力资源的时空配置效益,构建更加包容、普
惠且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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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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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ocheng2,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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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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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dismantl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that
 

constrain
 

the
 

mobi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crucial
 

for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sing
 

six
 

waves
 

of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2
 

to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mobility
 

on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cross-regional
 

mobility
 

am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t
 

the
 

macro
 

level,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uc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
 

through
 

labor
 

mobility.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enables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cross-regional
 

mobility.
 

At
 

the
 

micro
 

level,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labor-job
 

matching
 

during
 

mig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individual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Labor
 

mobility
 

reduces
 

income
 

inequality
 

by
 

facilitating
 

individuals’
 

transition
 

into
 

non-routine
 

occupations
 

and
 

improving
 

skill-job
 

matching.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rural
 

migrant
 

workers’
 

mobility
 

trajectories
 

in
 

the
 

labor
 

market
 

shape
 

their
 

income-generating
 

capacit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elfare
 

throughout
 

thei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both
 

county-based
 

mobility
 

trajectories,
 

which
 

represent
 

a
 

pattern
 

of
 

localized
 

urbanization,
 

and
 

orderly
 

long-distance
 

mobility
 

trajectories,
 

which
 

represent
 

a
 

pattern
 

of
 

off-site
 

urbaniz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ource-allocation
 

effects
 

of
 

labor
 

mobility
 

should
 

be
 

fully
 

leveraged,
 

and
 

the
 

orderly
 

move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guided.
 

In
 

this
 

way,
 

common
 

prosperity
 

can
 

be
 

promoted
 

more
 

effectivel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an
 

be
 

advanced.
Key

 

words:
 

the
 

digital
 

economy;
 

new-type
 

urbanizat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labor
 

mobility;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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